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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稗说观”的演进趋向与小说学史价值

李建军

内容提要 宋人将志怪“出史入稗”并使志怪与杂事成为稗说主体，奠定了稗说以

杂事异闻为主的文类基础；突出资暇之趣甚于淑世之用并揭示好奇尚异的心理动因，彰

显出稗说“游戏笔端”的审美功用；越出传统稗说传“信”征“实”之藩篱，阐发稗说

的虚幻之性、虚构之法和虚言之旨，揭示出稗说“言不必信”的虚幻特质。宋人从文类

范围、审美功用、虚幻特质三个方面，辨明了厕身于“史余”“子末”之稗说的内在体性，

超越汉唐先贤之见，使“稗说观”从“小道之说”“补史之说”的功能性文体论，向“资

暇之说”“虚幻之说”的娱乐性文体论演进，在小说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

关键词 稗说观；内在体性；资暇之说；虚幻之说

宋人小说有笔记体、传奇体和话本体，其中传

奇体、话本体因其新变、承启的文体价值而颇受

学界关注，而宋人笔记体小说则未受到文体研究

者的足够重视。实际上，宋人笔记体小说发生了

从“淑世”到“资暇”的重心转移，从“传信”

到“不必信”的观念变迁，并与话本体、传奇体

相呼应，呈现出娱乐化趋势。话本体的兴起、传

奇体的俗化再加上笔记体的观念嬗变，共同构成

宋代小说近世化转向的文学史风貌。梳理宋人笔

记小说观，有助于更为全面地呈现这一文学图景，

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历史转向。本文在学界现有

研究基础上［1］，聚焦于宋人对笔记小说功用、价值、

体性的阐发，以期呈现宋人相关论述的内在理路

和学术价值。

笔记体小说，宋人文献中多称为“小说”，或

称为“稗官小说”“稗官说”“稗说”，而传奇

体小说，宋人文献中多称为“传记”，或者“传

记小说”，两者区隔甚明。宋人现存文献中“稗

官小说”［2］的用例颇多，都用来指称笔记体小说，

而且几乎不会用此术语去涵盖“传记小说”，也

不会用此概念去统摄“话本小说”，如晁公武《郡

斋读书志》卷一三《二百家事类》提要云“右分

门编古今稗官小说成一书”［3］。宋人也使用“稗

官说”指称传统的笔记体小说，如洪迈《夷坚支

景序》引述其稚儿之语有云“大人自作稗官说，

与他所论著及通官文书不侔”［4］。宋人还使用“稗

说”指称传统的笔记体小说，如赵与时《宾退录》

卷八摘录洪迈《夷坚三志甲序》云：“榱子、偃孙，

罗前人所著稗说来示，如徐鼎臣《稽神录》、张

文定公《洛阳旧闻记》、钱希白《洞微志》、张

君房《乘异》、吕灌园《测幽》、张师正《述异志》、

毕仲荀《幕府燕闲录》七书。”［5］其中所列七种“稗

说”，皆为笔记体小说。

简言之，宋人话语中的“稗官小说”“稗官说”“稗

说”基本等同于笔记体小说，宋人对笔记体小说价

值、特性的阐发可用“稗说观”予以概括。

一 稗说淑世之用：“助名教”
  与“广见闻”

宋人眼中的小说内涵及外延，在两宋书目中有

集中体现。宋人书目在《汉志》小说类著录“小道

之说”、《隋志》著录“野史传说”的基础上，将

志怪“出史入稗”，为小说内涵发展出“志怪之说”

的新义项。同时，从《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

志》（下简称《新唐志》）到《郡斋读书志》《遂

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不断迁退杂说笔记、

谱录之作等“小道之说”（论说类著述），不断肃

清小说畛域，此消彼长，使得杂事、志怪成为小说

真正的主体。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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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书目中小说著录情况一览表

小说分类

《崇文总目》 《新唐志》 《郡斋读书志》 《遂初堂书目》 《直斋书录解题》

数量
占比

（%）
数量

占比
（%）

数量
占比

（%）
数量

占比
（%）

数量
占比

（%）

杂事类 38 26 46 38 60 54 109 55 99 60

志怪类 47 31 53 43 31 28 37 19 33 20

杂
说
类

杂说之属 43 29 20 16 13 12 51 26 33 20

谱录之属 21 14 4 3 / / / / / /

诗话之属 / / / / 7 6 / / / /

小计 64 43 24 19 20 18 51 26 33 20

合计 149 100 123 100 111 100 197 100 165 100

情”［6］，已将“小说”提到“得圣人之道”的高度。

《崇文总目》小说类序云：“《书》曰‘狂夫之言，

圣人择焉’，又曰‘询于刍荛’，是小说之不可废

也。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故每岁孟春，以木铎

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

也。今特列而存之。”［7］基本沿袭《汉书·艺文志》

小说类序和《隋书·经籍志》小说类序的观点，认

为小说乃“小道”然亦有可观可取之处。《新唐志》

总序云：“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

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8］承袭刘知几等视

小说为史书之余的观点。

宋人稗说观真正超轶前代的经典论述存在于宋

人小说序跋中。曾慥在绍兴初年编成大型说部选集

《类说》，在自序中对小说功用做了精当阐发：

小道可观，圣人之训也。余乔寓银峰，居

多暇日，因集百家之说，采摭事实，编纂成书，

分五十卷，名曰《类说》。可以资治体，助名

教，供谈笑，广见闻，如嗜常珍，不废异馔，

下箸之处，水陆具陈矣。［9］

其中“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云云，

对小说的社会功用做了全面而简明的阐发，点出了

小说的资治功用（“资治体”）、劝惩功用（“助

名教”）、娱乐功用（“供谈笑”）和认识功用（“广

见闻”），成为中国小说学史上对小说功用的经典

论述。曾慥的这种小说功用认知，体现在《类说》

的编纂上。该书颇得学界好评，《四库提要》云曾

慥“取自汉以来百家小说，采掇事实，编纂成书”，

又云“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慥又精于裁鉴，故所

从上表可见，在宋人小说的三大类（杂事类、

志怪类、杂说类）中，比例关系是有显著变化的。

《崇文总目》中杂说类著述占小说总数的 43%，

而到了《新唐志》则大幅下降到 19%，之后到《郡

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则分

别为 18%、26%、20%，大致保持在 20% 左右。简

言之，《新唐志》之后，小说即以杂事类、志怪类

为主体，但仍然有一定比例的杂说类著述。

按照宋人书目中小说包括杂事、志怪、杂说三

大类的观念，检视宋人相关著述，《四库全书》“小

说类”中著录和存目的宋人著述 91 种（包括“杂

事之属”65 种、“异闻之属”14 种、“琐语之属”12 种），

杂家类“杂说之属”著录和存目的宋人著述 66 种，

另外杂家类“杂纂之属”著录的一部分宋人著述如

朱胜非《绀珠集》、曾慥《类说》、江少虞《事实

类苑》3 种，上述 160 种著述大致可以视为宋人观

念中的小说（其中 120 余种已被宋人书目著录为小

说，另外 30 余种性质相近可以类推）。这 160 种

著述应该就是现存宋人稗说的主体，这些著述的序

跋最直接地体现了宋人的稗说观。系统梳理上述著

述的宋人序跋，并结合书目叙录等相关论述，基本

上可以管窥到宋人稗说观的堂奥。

宋人对稗说的价值功用，论述很多，特别是对

“资治体”、“助名教”的劝惩功用和“补史阙”、

“探物理”的广闻功用，阐发颇精。

（一）劝惩功用：“助名教”与“资治体”

北宋初年，李昉上《太平广记表》认为包括小

说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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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录大都遗文僻典，可以裨助多闻”［10］。曾慥的

这种认知，还体现在杂事小说《高斋漫录》的撰述

上，《四库提要》云：“《类说·自序》以为小道

可观，而归之于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

其撰述是书，亦即本是意。”［11］由此可见，曾慥

对小说功用的认知，是知行合一的，是在实践体认

基础上提出的理论概括。

就“资治体”与“助名教”而言，宋人更为重视“助

名教”的劝惩功用，当然有时也会提及“资治体”

的资治功用，这应与学界“小道可观”的小说定位

有关。张邦基《墨庄漫录》自跋云：“稗官小说虽

曰无关治乱，然所书者必劝善惩恶之事，亦不为无

补于世也。”［12］张氏之意，“稗官小说”之为“小

道”，故可“无关治乱”之大道，但“小道”亦要“可

观”，则须书“劝善惩恶之事”，以“补于世”。

宋人杂事小说的编写往往有较为明确的鉴诫用

意，如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自序论及该书义

例和宗旨，明确提出“约前史之类例，动求劝诫”［13］。

当然，有的杂事小说还具资治用意，如江少虞编《事

实类苑》，自序云“选义按部考词就班，如出一家

语，不待旁捜远览，而太平遗逸之美丽具在，足以

观见当时风政，庶几乎尚有典刑哉”［14］，其中“观

见”“风政”云云即点出了有裨政事之意。

宋人志怪小说的撰述往往也有较为明确的惩劝

用意。黄休复撰《茅亭客话》，《郡斋读书志》云“虽

异端而合道，旨属惩劝者，皆录之”［15］，点出了

该书的惩劝旨趣。洪迈在《夷坚乙志序》中响亮提

出稗说“不能无寓言于其间”［16］的观点，点明了

稗说尤其是志怪小说述“怪”而有“意”、外“虚”

而内“实”的特点。《夷坚志》涉及人事之篇章往

往寓有鉴戒之意，而且常常用卒章显志的形式清晰

地表达出来。如《夷坚志补》卷五《双流壮丁》篇

末议曰：“吾将大警世之恶子，不嫌屡书云。”［17］

《夷坚志》故事中“寓言于其间”的劝善惩恶，其

实正发挥了曾慥所谓“助名教”之功用。

宋人部分杂说类小说的写作也有较为明确的惩

劝意识和资治用意。王得臣撰《麈史》，自序云“其

间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训、可法、可鉴、可诫者，

无不载”［18］，俞文豹撰《吹剑录外集》，自序云

“余作此编，盖即前言往事，辨证发明以寓劝戒之

意”［19］，都道出了作者撰述稗说的劝惩用意。

（二）广闻功用：“补史阙”与“探物理”

宋人对稗说功用有多样化的认知，他们一方面

阐发稗说“助名教”“资治体”之劝惩功用，另一

方面揭示其“广见闻”“探物理”之广闻功用。

宋人重视稗说穷搜博采、新人耳目的广闻之用。

钱易撰《南部新书》，其子钱明逸序云该书记载“机

辩敏悟，怪奇迥特”之事，“亦所以志难知而广多

闻”［20］。宋人稗说观中的“广见闻”，往往与“补

史阙”相联系。宋敏求撰《春明退朝录》，自叙云：

“每退食，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

纂所闻见继之。”［21］

宋人稗说观中的“广见闻”，还往往与“探物理”

有关联。朱胜非编《绀珠集》，王宗哲序云：“试

尝仰观乎天文，俯察乎地理，凡可以备致用者，杂

出于诸子百家之说，支分派别，原始要终，粲然靡

所不载，诚有益于后学……凡人之思虑，有为物所

蔽而昏昧者，取其珠而玩之，则了然心悟，涣然冰

释。固足以开聪明备记遗忘，岂小补哉。”［22］点

出该书“粲然靡所不载”，有“广见闻”之用，同

时可使“为物所蔽而昏昧者”“了然心悟”，还有“探

物理”之效。宋人某些志怪小说亦有纪闻析理之意。

张师正撰《括异志》，《郡斋读书志》叙录云：“师

正擢甲科，得太常博士。后游宦四十年，不得志，

于是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异，得二百五十篇。”［23］

其中“推变怪之理，参见闻之异”云云即点出了该

书在志怪背后的探理用意。

二 稗说资暇之趣：“本游戏”
  与“佐谈助”

宋人一方面认为稗说有“助名教”“广见闻”

的淑世之用，另一方面认为稗说还有“游戏笔

端”“以供谈笑”的资暇之趣，并揭示出相应趣

味的心理动因。

（一）稗说尚趣：“游戏笔端”与“资助谈柄”

钱惟演尝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

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24］，

其中与“坐读”相对的“卧读”点出了“小说”迥

异于“经史”的消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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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事小说可分谐谑类与杂记类，其中谐谑类本

无深意，旨在娱人。宋人推陈出新，踵事增华，纂

辑了《开颜集》《谈谐》《谐史》《滑稽小传》《笑

苑千金》《醉翁滑稽风月笑谈》等多种谐谑小说，

将稗说娱人之习推向深入。除了谐谑类，宋人杂记

类的杂事小说写作也常有“佐谈助”的消遣导向。

方勺撰《泊宅编》，洪兴祖序云“此翁笔端游戏三

昧耳”［25］，周煇撰《清波杂志》，张岩跋云“此

志特其笔端游戏语尔”［26］，洪兴祖与张岩不谋而

合地用了“笔端游戏”之语评价稗说，可见宋人对

稗说的娱乐消遣性已经形成了某些共识。

宋人不少杂说类小说写作也有明显的资暇意

识。陈善撰《扪虱新话》，自跋云“时寓王庠请告

于城西之俞家园，心远地偏，俗客不来，虽无益于

讨论，尚有资于谈笑，贻我同志，不点俗眼”［27］，

体现出撰述的消遣心态。

宋人大部分志怪小说都有非常明显的娱乐消遣

用意。由南唐入宋的徐铉可谓宋人志怪的先行者，

“喜言怪，宾客之不能自通与失意而见斥绝者，皆

诡言以求合”［28］，尝积二十年之力，成《稽神录》

一书；其婿吴淑“耳濡目染，挹其流波，故亦喜语

怪”［29］，成《江淮异人录》一书。翁婿二人“喜

言怪”之风，开启宋人谈怪、志怪之先河。张端义

《贵耳集》云：“宪圣在南内，爱神怪幻诞等书，

郭彖《睽车志》始出，洪景卢《夷坚志》继之。”［30］

点出了高宗“爱鬼怪幻诞等书”，士人投其所好、

争相志怪的风习。世风熏染之下，宋人志怪小说的

娱乐意图非常显豁。洪迈撰《夷坚志》，其自序即

云“颛以鸠异崇怪”［31］，即是供人消遣之用。

由上可见，包括谐谑类、杂记类、杂说类、志

怪类在内，几乎所有类型的宋人稗说都存在程度不

同的消遣娱乐倾向。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士大

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32］，径直

道出了稗说的游戏娱乐功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

题·夷坚志解题》云：“稗官小说，昔人固有为之

者矣。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犹贤乎已可也，未有

卷帙如此其多者，不亦谬用其心也哉！”［33］于此

可见陈氏视稗说为实际价值不大的消遣之作，偶尔

为之、浅尝辄止即可，戮力为之则“谬用其心”。

宋人或注重稗说“助名教”“广见闻”的现实

功用，或注重“本游戏”“佐谈助”的消遣趣味，

那么两者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要分类剖析。谐谑类小说，意在娱人，现实功用较

弱。杂记类小说和杂说类小说，大概接近一半在宋

人序跋中显示有“佐谈助”的消遣用意，当然多数

时候，“佐谈助”是与“助名教”“广见闻”连在

一起的，乐、教一体，寓教于乐，显示出稗说功用

的多样性。宋人志怪小说，虽也有借助异闻“警发

世俗”之用意，但“游戏笔端”以娱人的倾向更为

明显。概言之，宋人稗说观中，淑世之用与消遣之

趣相携而行，但似乎更为重视消遣之趣。

（二）心理动因：“齐谐志怪”与“好奇尚异”

宋人不仅注重稗说的资暇之趣，而且揭示出这

种趣味产生的心理动因。稗说之趣中，最引人入胜

者乃志怪小说的奇异故事引发读者强烈的审美感

受，宋代稗说作者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其中堂

奥。王明清撰《投辖录》，自序云：

迅雷、倏电、剧雨、飙风，波涛喷激，龙

蛟蜕见，亦可谓之怪矣！以其有目所觌，习而

为常，故弗之异。鬼神之情状，若石言于晋，

神降于野，齐桓之疾，彭生之厉，存之书传，

以为不然，可乎？《齐谐》志怪，由古至今，

无虑千帙……因念晤言一室，亲友话情，夜漏

既深，互谈所觌，皆侧耳耸听，使妇辈敛足，

稚子不敢左顾，童仆颜变于外，则坐客忻忻，

怡怡忘倦，神跃色扬，不待投辖，自然肯留，

故命以为名。后之仆同志者，当知斯言之不诬。［34］

该序前面部分说明齐谐志怪由来已久、薪火相传，

后面部分则活画出人们从鬼神故事中体验惊悚之

趣，并由惊悚而产生审美愉悦的生动图景，实际上

形象揭示了人们喜好语怪的心理动因，也揭示了志

怪传统长盛不衰的内在根源。

洪迈创作《夷坚志》的经历最能说明稗说之趣

的形成机理。洪迈《夷坚乙志序》云：“人以予好

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35］《夷坚

支乙序》云：“老矣，不复著意观书，独爱奇气习

犹与壮等……群从姻党，宦游岘、蜀、湘、桂，得

一异闻，辄相告语。”［36］于此可见，洪迈“好奇

尚异”，矢志不移、老而弥坚，并得到了群从姻党“千

里寄声”“辄相告语”的大力支持。正是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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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迈历时数十年撰成《夷坚》400 余卷，记载怪奇

之事不可胜数。洪迈乐此不疲，是否真的相信这些

奇异之事为实有，从而如史官录实那样笔耕不辍？

情况并非如此。《夷坚三志壬序》明确指出《夷坚》

诸志所载鬼事不能超出韩愈《原鬼》所证之“三非”，

即所谓鬼怪不过是“忤于天、违于民、爽于物、逆

于伦而感于气”之物，可能并非实有之物。洪迈进

而自嘲“窃自附于子墨子，不能避孟氏邪说淫辞之辨，

其可笑哉”［37］，表露了自己知鬼为虚又爱说鬼的

矛盾心情。洪迈《夷坚志》中记录了众多鬼怪神奇

的故事，但也记载了不少不信鬼神不信邪的故事。

洪迈并不认为鬼怪之事为实有，但又“好奇尚

异”，这说明他是抱着异常浓厚的兴趣“有意为小

说”。实际上洪迈及其身边的异闻提供者和广大的

小说阅读者，共同组成了一个“爱奇”的场域。众

人“说”奇于洪迈，洪迈“录”奇于《夷坚》，《夷

坚》“传”奇于读者，大家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

“好奇尚异”而聚集，形成了一个促成志怪小说从

口耳相传到书写成文再到广泛传播的兴趣共同体。

洪迈撰写《夷坚志》的过程本身，以及洪迈《夷坚

志序》的相应阐发，揭示出社会大众（说“奇”者、

录“奇”者、读“奇”者）的爱奇心理和消遣需要，

才是志怪小说繁衍的真正动因。

三 稗说虚实之性：“传信传疑”
  与“言不必信”

宋代杂记类、杂说类小说写作往往有“补史阙”

的情结，故而多注重传信、传疑之“实”，而谐谑

类和志怪类小说写作则往往重“佐谈助”的趣味，

故而多倾向传闻、传奇之“虚”。

（一）传闻或虚：“传信传疑”与“真诞难辨”

史书编纂强调实录传信，但编纂者面对纷繁复

杂的史料时往往会遇到真伪难判、令人疑惑的歧说，

编纂者往往也采录之，此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

疑”。“传信”“传疑”体现的都是实录原则，这

一原则不仅体现在史书编纂上，也体现在有“慕史”

倾向和“补史”情结的部分稗说写作上，如杂记类

和杂说类小说。钱易撰《南部新书》，其子钱明逸

称该书“其间所纪，则无远近耳目所不接熟者”［38］。

张齐贤撰《洛阳搢绅旧闻记》强调“稽事实”“可

传信”，目的则在“别传外传比也”，有明显的“补

史”倾向和“实录”意识［39］。

部分宋人对稗说有实录传信之要求，但当皆有

据依的说法歧出而难以判定真伪时，他们则认同“传

疑”，即保留歧说而不是武断地取彼舍此。欧阳修

《归田录》卷下云：“契丹阿保机……今世传李琪

《金门集》有《赐契丹诏》乃为阿布机，当时书诏

不应有误，而自五代以来，见于他书者皆为阿保机，

虽今契丹之人，自谓之阿保机，亦不应有失。又有

赵志忠者……云：‘阿保机虏人实谓之阿保谨。’

未知孰是。此圣人所以慎于传疑也。”［40］欧公指

出契丹首领或云“阿保机”，或云“阿布机”，或

云“阿保谨”，皆有据依，“未知孰是”，感觉还

是应“慎于传疑”，不应做武断的取舍。

虽然宋人杂记类、杂说类小说中的多数作者倾

向于传信传疑的实录，但也有部分作者意识到稗说

源于传闻，其间之虚实难以究诘，不可以信史标准

要求之。沈括撰《梦溪笔谈》，自序坦承该书“亦

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阙谬”［41］，不能以信

史要求稗说。罗大经撰《鹤林玉露》，乙编自序云：

“或曰：‘子记事述言，断以己意，惧贾僭妄之讥

奈何？’余曰：‘樵夫谈王，童子知国，余乌乎僭？

若以为妄，则疑以传疑，《春秋》许之。’”［42］

则用“疑以传疑，《春秋》许之”为稗说之妄辩护。

（二）稗说多虚：“言不必信”与“勿以辞害意”

宋人谐谑类和志怪类小说，其本意在“佐谈助”

而非“补史阙”，故作者往往能跳出传信传疑的藩

篱，阐发出稗说“言不必信”的虚构特质。洪迈《夷

坚志》在此方面的思考最为典型。《夷坚乙志序》

云：“凡甲、乙二书，合为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

奇尽萃于是矣……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

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

生而问之。”［43］他开始时强调所记“怪怪奇奇”

之事都是“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但毕竟

这些怪奇之事只能得自传闻，没法实证勘验，故而

他又以“乌有先生”为遁词。这里折射出洪迈的矛

盾心理，记叙怪奇之事奉行“表表有据依”，想传

“信”，实际上知道这些怪奇之事又无从证实，其

“信”难立。记叙姿态的欲“信”与怪奇故事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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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成了洪迈写作《夷坚志》异常纠结的难题。

《夷坚戊志序》云：“在闽泮时，叶晦叔颇搜

索奇闻，来助纪录。尝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觉

入巨鱼腹中，腹正宽，经日未死。适木工数辈在，

取斧斨斫鱼胁。鱼觉痛，跃入大洋，举船人及鱼皆

死。’予戏难之曰：‘一舟尽没，何人谈此事于世

乎？’晦叔大笑，不知所答。予固惧未能免此也。”［44］

洪迈戏难叶晦叔之语“一舟尽没，何人谈此事于世

乎”，道出了巨鱼故事的虚幻。洪迈进而发出“予

固惧未能免此”之感叹，表达出对《夷坚志》故事

欲“实”欲“信”而难“实”难“信”的担忧，即

如果得来的传闻本来就是虚构的，那么执笔者对虚

构传闻的忠实记录并不能使传闻由“虚”而“实”、

由“妄”而“信”，洪迈已认识到由传闻加工而成

的稗说难“实”难“信”之内在特性。

《夷坚支丁序》云：“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

固也……《夷坚》诸志，皆得之传闻，苟以其说至，

斯受之而已矣，聱牙畔奂，予盖自知之……读者曲

而畅之，勿以辞害意可也。”［45］洪迈提出“稗官

小说家言不必信”，将“不必信”的稗说与“必信”

的史书划清了界限，从本体特征层面接触到了小说

的虚构特质。同时，该序提出的“曲而畅之，勿以

辞害意”的阅读之法，将考信求实的读史之法与曲

畅其意的读稗之法划清了界限，又从读者接受层面

接触到了小说的虚构特质。此外，洪迈还有“大率

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

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46］的论断，揭

示出唐人小说“鬼物假托”的虚幻性质与“宛转有

思致”的虚构旨趣。该论断揭示唐人志怪的心曲，

其实也正是洪迈等宋人述异的隐衷。

洪迈“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鬼物假托”的

阐发在宋代不是孤例，类似的论说还有不少。秦果

《续世说序》云：“史书之传信矣，然浩博而难观。

诸子百家之小说，诚可悦目，往往或失之诬。”［47］

另外，杨潜《（绍熙）云间志》也曾提到“稗官小

说，未可尽信”［48］。这些论说，或云“言不必信”，

或云“或失之诬”，或云“未可尽信”，都接触到

了稗说的虚构特质，惜未深入阐发。对稗说虚构特

质的深入阐发，宋人以郑樵为最。其《通志·乐略》

“琴操五十七曲”在著录十二操后加案语云：

《琴操》所言者何尝有是事……又如稗官

之流，其理只在唇舌间，而其事亦有记载。虞

舜之父，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

彼则演成万千言。东方朔三山之求，诸葛亮九

曲之势，于史籍无其事，彼则肆为出入。《琴

操》之所纪者，又此类也。顾彼亦岂欲为此诬

罔之事乎？正为彼之意向如此，不得不如此，

不说无以畅其胸中也。［49］

郑樵的论述有三点颇可注意：一是指出《琴操》和

稗说，均以虚构为主。二是指出了两者虚构之法：

或移花接木，“或有其人而无其事，或有其事又非

其人”；或夸饰滋蔓，“或得古人之影响又从而滋

蔓之”“虞舜之父，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数十

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或无中生有，“东方朔

三山之求，诸葛亮九曲之势，于史籍无其事，彼则

肆为出入”。三是点出了虚构的目的，在于“欲写

其幽怀隐思而无所凭依，故取古之人悲忧不遇之事，

而以命操”，“顾彼亦岂欲为此诬罔之事乎？正为

彼之意向如此，不得不如此，不说无以畅其胸中也”，

简言之，嫁接古人之事抒怀畅意、“写所寓焉”。

郑樵之论，揭示了稗说的虚幻之性、虚构之法和虚

言之旨，在中国小说学史上是较早也较精的小说虚

构论断，具有重要价值。

宋末大学者黄震在评论《庄子》时也论及小说

虚构，其《黄氏日钞》卷五五云：

《庄子》以不羁之材，肆跌宕之说，创为

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

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

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时有出

于正论者，所见反过《老子》。［50］

黄震认为庄子乃“诙谐小说之祖”，并提及其人其

书的两大特点：一是虚构人、物、事，“创为不必

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

二是运用谐隐之法，“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

茫无定踪”可谓谐，“时有出于正论者，所见反过《老

子》”可谓谐中有隐。黄震揭示的庄子虚构和谐隐

之法以及视庄子为“诙谐小说之祖”的论断，两者

结合起来，可见黄震将虚构和谐隐作为诙谐小说的

重要特色和判断标准。黄氏对诙谐小说虚构、谐隐

特色的阐发，在中国小说学史上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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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稗说特质：载事传“闻”与述异传“奇”

稗说“言不必信”的虚构特质，不仅稗说作者

和相应学者已有自觉意识和精当阐发，而且官私书

目著录者也已觉察，并通过相应的书目归类呈现出

对此特质的认知。宋人书目中，《崇文总目》和《新

唐志》较早注意到稗说与史书有传“闻”传“奇”

与传“信”征“实”之异。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

佐证。一是《崇文总目》将《旧唐书·经籍志》隶

于史部杂传类的志怪小说改隶子部小说类，《新唐

志》继承了此种做法。二是《新唐志》又将《崇文

总目》著录于史部传记类的 10 部著述（《杜阳杂

编》《传记》《谭宾录》《刘公嘉话录》《南楚新

闻》《常侍言旨》《松窗录》《芝田录》《玉泉子

见闻真录》《桂苑丛谭》）和史部杂史类的 2 部著

述（《阙史》《逸史》）共 12 部著述改隶小说类。

《新唐志》应该已经觉察到这 12 种著述叙事驳杂、

多记传闻的弊端，故而逐出史部，退置小说。三是

《新唐志》将《崇文总目》著录于小说的 2 部著述

（《岭表录异》《岭南异物志》）升位，归于史部

地理类。两书虽有“录异”“异物”之名，实际并

不涉怪异，只是忠实记录岭南异于中原的习俗和风

物而已。两书并非传“闻”传“奇”之作而是征“实”

的地理风物之作，于是《新唐志》将其请出“子部

小说类”， 升到“史部地理类”。

《崇文总目》与《新唐志》将志怪“出史入稗”

的作法，主观本意是清理史部门户，但客观上却扩

展了小说的内涵，使志怪小说在官方书目中正式进

入小说畛域并与杂事小说一起成为小说的主体。《崇

文总目》和《新唐志》将志怪与杂事共处小说名下

并共同成为小说主体，欧阳修这样的编纂者应该是

看到了两者共性，即都是传“闻”、传“奇”之事，

用今天的术语讲，两者都有叙事性和虚构性，而这

两点正是小说的主要特性。相较于《崇文总目》，

后起的《新唐志》对史书与稗说的正野、实虚区分

得更为严格，也更为仔细，于是出现了上文提及的

《新唐志》对《崇文总目》小说著述的进退留转。

而从这种进退留转，也可管窥两书对稗说虚构叙事

特性的认知在不断加深。编纂《崇文总目》时，欧

阳修只是普通编目者，而编纂《新唐志》时，他已

是主事者，故而后者能更充分地体现出其目录思想。

《崇文总目》与《新唐志》通过书目归类体现

出的对稗说叙事、虚构特性的认知，在《郡斋读书

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中得

到了继承和发扬，从而基本确认了稗说传“闻”、

传“奇”的载事特质和虚幻属性。

四 宋人“稗说观”的小说学史价值

宋人对小说文类外延的确定和内涵的认知，在

中国小说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崇文总目》和《新

唐志》在《汉志》小说类著录“小道之说”、《隋

志》著录“野史传说”的基础上，将志怪“出史入

稗”，为小说内涵发展出“志怪之说”的新义项。

同时，从《崇文总目》《新唐志》到《郡斋读书志》

《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不断迁退杂说

笔记、谱录之作等“小道之说”（论说类著述），

使得杂事、志怪成为小说真正的主体，表明宋人已

大致认识到小说是以载事传“闻”与述异传“奇”

为主的文类。这一方面从外延上基本奠定了后世小

说文类的骨架，另一方面又从内涵上大致明确了小

说文类的特质，标志着宋人小说观的初步成熟。当

然，宋人书目中小说类仍有一定比例的以议论为主

的杂说类著述，与占主体地位的叙事性的杂事、志

怪小说并不相侔，使得小说文类之外延还是稍显驳

杂，内涵也不尽精纯，表明宋人小说观的成熟还是

初步的。实际上，传统小说观的完全成熟还要等到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彼时杂说类著述才完全退

出小说类而改隶杂家类。然大辂椎轮，良有渐也，

宋人小说观的承启价值，值得重视。

宋人对稗说价值、功用的论述，置于中国小说

学史颇可注意。特别是曾慥《类说序》“资治体，

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的论断，全面揭示了小

说的资治、劝惩、娱乐和认识功用，在先贤相关论

述基础上集成荟萃而加以精当概括。其中“资治体”

云云，继承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崇文总目》等书目小说类序之街谈巷语可采以观

民情、佐治理的小说价值观；“助名教”云云，

继承了唐代小说家如李公佐“儆天下逆道乱常之

心”“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51］等有益名教的小

说功用观；“供谈笑”云云，继承了干宝“游心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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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说娱乐观；“广见闻”云云，继承了殷芸《小说》

以来视“小说”为史书之余、撰“小说”以广见闻

以备采掇的小说功用观。曾慥对小说价值功用的四

方面概括，每个方面都不是孤明先发的独创，但四

个方面合在一起，却是前人未曾有过的，而且在此

问题的认知上，后来元明清的文人都很少有超越曾

慥的，于此可见宋人对小说价值功用的全面认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人一方面阐明稗说“助

名教”“资治体”“补史阙”“探物理”等淑世之用，

另一方面又阐明稗说“本游戏”“佐谈助”的资暇

之趣，两者往往相携而行，在不同的类别中表现不

一。杂记类和杂说类小说，虽重视淑世之用，但也

常有“佐谈助”的消遣用意；谐谑类和志怪类小说

则往往“游戏笔端”，意在娱人，消遣之趣远胜淑

世之用。置于小说学史，宋人稗说作者的消遣之趣

非常突出，远迈汉唐。这可能与宋代文化的近世化

潮流导致宋人在小说领域从政教文艺观向审美文艺

观嬗变有关，还可能与宋代说话勃兴和话本流布所

衍生的小说娱乐观影响有关。刘斧《青琐高议》、

李献民《云斋广录》对市人小说叙事技法的汲取、

对故事娱乐性的凸显，还有教化色彩相对于宋代前

期文言小说的淡泊，都显示出宋代中叶以降文言小

说在市人小说娱乐至上观念影响下的改变。另外，

宋人不仅注重稗说的消遣之趣，而且揭示出这种趣

味产生的心理动因。如洪迈以自己亲身经历，揭示

出大众（说“奇”者、录“奇”者、读“奇”者）

的爱奇心理和消遣需要，是志怪小说繁衍的真正动

因。这些论述，阐发了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和传衍

动因，代表了宋人对志怪小说怪奇特性的新认知，

在中国小说学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价值。

宋人对稗说消遣之趣的强调，置于小说学史的

坐标，方能凸显其价值。先秦两汉之时，士人论“小

说”，多关注其“小道可观”的资治功用和认识价值。

直到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中的徐幹《中论》将“短

言小说之文”与“丝竹歌谣之和”等并列为“小事”

和“近物”，并认为这些事物“观之足以尽人之心，

学之足以动人之志”［52］，逐渐认识到“短言小说之文”

的悦心功用。晋朝干宝《搜神记序》认为阅读《搜

神记》之类书籍要“录其根体”，达到“游心寓目

而无尤”［53］之境，提出了《搜神记》之类“小说”

的阅读之法（“录其根体”）和精神需求之用（“游

心寓目”），也涉及到小说的悦心功能。魏晋南北

朝时期，不仅出现众多志怪小说，也出现了一些志

人小说如裴启《语林》、刘义庆《世说新语》等，

这些志人小说在写作和编撰时，实际上已部分偏离

传统小说观中“小道可观”的资治之用，而渐趋于“赏

心”之用。唐代以降，部分稗说的赏心倾向愈发明

显，高彦休撰《唐阙史》自序云：“大中、咸通而下，

或有可以为夸尚者、资谈笑者、垂训诫者，惜乎不

书于方册，辄从而记之。”［54］“资谈笑”与“垂训诫”

已并列为稗说的重要功能。到了宋代，稗说功能中

“淑世之用”与“消遣之趣”的天平逐渐向后者倾

斜，改变了汉唐稗说文体“小道可观”“资治”“补

史”为主的功能格局，在中国小说文体史上具有转

折意义，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明清士人公开为小说

娱心功能张目者比比皆是，如汤显祖《点校虞初志

序》明确指出《虞初志》之类的稗官小说“读之使

人心开神释，口张眉舞”，有娱心功用，且这种功

用“奚害于经传子史”，“又奚害于涵养性情耶”［55］，

这些论断可谓宋人小说娱乐观的承继与发展。

宋人对稗说虚实之性的论述，也是超轶汉唐，

具有重要价值。大致说来，宋代之前，大部分小说

作者和相关论者为抬高小说地位，总是千方百计强

调其纪实性，但也有部分先知先觉者觉察到小说的

虚幻性。《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

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56］，

已经指出了小说源于传闻的特点，而传闻本身就有

真假混杂、虚实相伴的属性，故而《汉志》的论断

实际已隐含小说乃是虚实混合体的意蕴。旧题后汉

郭宪撰《汉武洞冥记》（又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

是一部典型的志怪小说，自序中指出该书搜录“旧

史之所不载者”，包括“或言浮诞，非政教所同”

的“古曩余事”［57］，实际上承认了该书所载有“浮

诞”之事。干宝《搜神记》自序认为载籍所纪“盖

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

又指出“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

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

讥谤”［58］，实际上承认“失实”、“虚错”难以

避免。汉魏六朝整体“崇实”但又不讳言部分作品

“或虚”的小说观，到了隋唐五代从整体而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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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刘知几强调“与正史参行”之补史功能与信

实特质的小说观，可谓史籍小说观，此种观念在隋

唐五代的小说作者中有大量知音。当然，隋唐五代

时期，亦有个别人物为小说述异志怪张目，为小说

记录虚妄之事辩护。如李翱撰《卓异记》，自序云：

“神仙鬼怪，末得谛言非有，亦用俾好生杀，为人

一途，无害于教化，故贻自广，不俟繁书以见意。”［59］

明确指出不可轻易否定神仙鬼怪之事，只要这些事

情“无害于教化”，是可以记载的。综观隋唐五代

的小说论述，我们发现，较之汉魏六朝之先贤，他

们补史的意识更为强烈，求实的精神更为执着，尽

管他们之中也有个别人如李翱、杜光庭等为述异志

怪张目，但小说学的主流是求实、考信、补史。

关于小说虚实关系的论述，到宋代发生了重大

变化。一方面，虽然不少宋代杂记类、杂说类稗说

作者常有“补史阙”之情结而力求稗说之“实”，

但也有部分作者意识到稗说本源于传闻，难以避免

其间之“虚”。另一方面，宋代大多数谐谑类、志

怪类稗说作者意在“佐谈助”而非“补史阙”，

故能意识到并揭示出稗说的虚幻性。洪迈提出“稗

官小说家言不必信”和“曲而畅之，勿以辞害意”

的论断，从本体特征和读者接受两个层面论及了稗

说的虚幻特质。另外，宋代不少学者对稗说的虚幻

特质也有精当阐发。郑樵《通志·乐略》“琴操

五十七曲”相关案语，准确揭示了稗说的虚幻之性、

虚构之法和虚言之旨。黄震视《庄子》为“诙谐小

说之祖”，并阐发其谐隐之旨，实际上揭示了部分

稗说虚构的谐隐旨趣。这些论断在承继先贤基础上，

又有新的阐发，达到了新的高度，反映了宋人对小

说虚构特质认识的深化。与此同时，从《崇文总目》

到《直斋书录解题》，宋人主要的官私书目在归类

中也基本确认了小说传“闻”、传“奇”的虚幻属

性。宋人对稗说虚幻特质能有超越前贤的深刻认知

和自觉意识，可能与宋代市井伎艺、市人小说的昌

盛以及对文人稗说的影响颇有关系。耐得翁《都城

纪胜》“瓦舍众伎”条载：“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

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

大抵多虚少实……凡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

同，大抵真假相半……”［60］傀儡、杂剧、崖词、

影戏、讲史书等市井伎艺的故事文本“大抵多虚少

实”，“真假相半”，因为其目的在于娱人，故其

故事可在虚实真假之间自由游走。宋代稗说受到市

井伎艺、市人小说之影响，在功用观上，消遣之趣

已不逊于淑世之用，与之相伴，在虚实观上也逐渐

突破了补史传信之窠臼而主张“言不必信”，以获

得写作的虚实自由。

总之，宋人从文类范围、审美功用、虚幻特质

三个方面，梳理、阐发出厕身于“史余”、“子末”

之稗说的内在体性，超越汉唐视稗说为“小道之说”、

“补史之说”的功能性文体论，强调稗说“资暇之

说”、“虚幻之说”的娱乐性价值，在小说学史上

具有转折意义。实际上，学界讨论宋代小说的转折

意义，多聚焦于话本小说兴起、传奇小说俗化等方

面，自然非常必要，其实考察小说性相对较弱的稗

说（笔记体小说）从“淑世”到“资暇”的重心转

移，从“传信”到“不必信”的观念变迁，亦可管

窥到宋代小说的娱乐化、近世化转向。概言之，不

管置于中国小说学史的纵轴，还是置于宋代各体小

说的横轴，宋人“稗说观”的学术价值都非常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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